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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桂娟、双瑞、翟濯

　　 2021 年 10 月，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百年
华诞。
　　 1921 年秋，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
的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
古学的诞生，也证实了中国存在非常发达的远
古文化。
　　此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以田野发掘为基
础的科学、规范的阶段。安阳殷墟、章丘城子
崖、广汉三星堆、杭州良渚、偃师二里头、赤峰红
山、巩义双槐树……百年来，随着各个时期的重
要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中国的历史轴
线随之不断被拉长，文明细节不断被丰富。
　　短短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功勋卓著
的考古人如群星闪烁。开辟了中国人自己进行
科学考古发掘道路的李济，中国第一位受过近
代考古学正式训练并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的梁
思永，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
像满天星斗”文明观的苏秉琦，新中国考古工作
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一代又一代考
古工作者，扎根田野，栉风沐雨，聆听泥土下传
出的絮语。他们用一把小小的手铲，从一方方
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宝，逐步揭开古
老中华文明的密码。

从仰韶开始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土台地
上，三面环水，仰首即可看见巍峨苍茫的韶山，
所以得名“仰韶”。这里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
学圣地”。
　　从 1918 年起，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助
手数次来到这个小村庄，采集到大量石器、陶
片，并敏锐地作出判断：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
一处重要文化遗址，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的
考古发掘。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1921 年 10 月，安
特生带领袁复礼等中国学者到仰韶村，正式开
始发掘。历时 36 天，开挖 17 处发掘点，出土
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贵
遗物。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由此
被发现并命名。
　　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
端。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对仰韶文化的
认识，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
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有没有新
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国人为此欣喜、振奋。
　　然而，安特生 1923 年在其著作《中国远古
之文化》中却提出，“然以河南与（中亚）安诺之
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
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后来，又在甘肃、青
海地区发现了大量精美彩陶，由于当时华北地
区没有发现比新石器晚期时代更早的遗址，而
在此之前，欧洲、中亚均有彩陶出现，安特生进
一步推断，中华远古文化是在欧洲和西亚文化
影响下产生的，进而提出了“中华文化西来
说”——— 中华文化是西方“新文化”与中国原有
文化融合的产物。
　　可想而知，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
代，安特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论述，既激发了中国
知识分子对新兴学科的探索热情，又唤起了他
们对民族命运的隐隐阵痛。中国考古学之父李
济先生曾言：“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
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
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这些情
形，至少我们希望，不会继续很久。”
　　以李济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很快就行动起
来。1926 年初，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
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阴村。他希望找
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
关系。梁启超曾给儿子梁思永写信谈到这次行

动，针对当年安特生判断的仰韶文化来自西方
的论断，他说这些中国学者“想翻这个案”。
　　西阴村的发掘，再次扩大了已发现的仰韶
文化范围，也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
发掘，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李济在掌握西阴村发掘材料的基础上，
坚定了对“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谨慎怀疑：“考较
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
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
发源于西方。”

另一条路径

　　“（他们）演说中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
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
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 梁
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
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
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1927 年 1 月 10 日晚间，梁启超怀着激动的
心情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信。当天，
李济等人从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清华国学院举
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参会并听了李济做的报告。
　　这一年夏天，梁思永听从父亲的建议，中断
学业。回国一年间，他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兼
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察员，大都没有
薪水。利用在美国所学，他对山西西阴村发现
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这批陶片没
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复原的器物，但通过与国内
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对比研究，他肯定了
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
　　 1928 年 8 月，梁思永赴美继续深造。基
于回国一年间的经历，他完成了硕士论文《山西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是中
国考古学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
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
后来的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梁思永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
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
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
础。1931 年，山东城子崖遗址第二次挖掘由梁
思永主持，当时他年仅 27 岁。1939 年，根据城
子崖的挖掘成果，他撰写了《龙山文化——— 中国
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龙山文化的发现，也让当时无法推翻“中华
文化西来说”的中国考古人找到了另一条解释
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以李济、傅斯年、梁思
永、徐中舒为首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根在环
渤海湾一带，提出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
自西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直到上世
纪 50 年代中期，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始终处于
主导地位。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

如果要给百年中国之考古作阶段划分，1921
年仰韶遗址的发现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为第
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为第三阶段。
　　“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要
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
究中国历史，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表现；二是
希望用中国材料来回应‘中国文化西来说’，
主要是针对安特生的观点。”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说。

从“实习生”到“奠基人”

　　 1935 年春季，从发现之初就带给世人
无限惊喜的殷墟，迎来了第 11 次发掘。25
岁的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加了这次发掘。此
前一年，他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并以绝对
优势的成绩拿到了公费留学名额。
　　毕业前夕，他为自己选好了继续求学的研
究方向——— 中国近代经济史。但当时，留美考
试在北平择定的专业是“考古学门”，因此成绩
一公布，他就面临研究方向的选择。在当天的
日记中，他写道：“自己本来预备了弄的是中国
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
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
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1935 年 3 月，正在殷墟发掘现场参加实
习的夏鼐，得知这一年的留美考试有“经济史”
一门时，他“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学也”，认
为自己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
作并非所长。在殷墟两个多月后，即将结束
实习时，他在日记中仍流露出类似的想法，

“我觉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
些生厌了，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味”。
　　尽管殷墟的发现是如此惊天动地，“一片
甲骨惊天下”，殷墟使传说中的商朝彻底被证
实 ，中 国 有 文 字 记 载 的 历 史 往 前 推 进 了
1000 年。但是从夏鼐日记中可以看出，这
位日后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当时
对考古并无多少兴趣。
　　殷墟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1899 年，金
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
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符号，意识到这或
许是珍贵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后经罗
振玉、王国维等人考证、调查，发现出土甲骨
的河南安阳小屯村，正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
　　对殷墟遗址的发掘，打开了中国考古学
田野考古的一座宝库。1928 年 10 月至
1937 年 6 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考古组先后组织殷墟发掘 15 次，发掘
大墓 11 座、方坑 1 个、小型墓和祭祀 坑
1200 多座，以及大量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
骨近两万片和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

　　“殷墟的发掘，把辉煌的商代文明展现给
了世界。中国之所以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和
殷墟发掘有很大关系。”陈星灿说。
　　当年参与殷墟发掘的夏鼐，与梁思永几
次面谈，并与李济通信，反复商酌自己留学的
去向问题。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夏鼐把
赴美留学改为赴英。在选择方向时，他认为，

“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
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
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
可借镜。”
　　转入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前，通过几
个月的潜心学习思考，以及在殷墟发掘中打
下的基础，夏鼐逐渐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从
最初的犹疑彷徨转变为方向明确的决心。但
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日后他会领导中国
考古事业长达 30 余年。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楼，一尊夏
鼐的石像神情安详，目光斜望远方。这是一
个被所有考古研究所成员敬仰的名字，不仅
在于他曾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更因为
他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
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1950 年，夏鼐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 河南辉县战国时
代车马坑的发掘。他亲自动手，冰天雪地里，
在车马坑里一蹲好几天，用木炭一边烤一边
剔。终于，19 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完整重见
天日，震惊世界。
　　 1955 年，夏鼐首次关注到碳 14 测年技
术，并把它向中国考古界做了介绍，马上引起
考古界强烈反响。在夏鼐的领导下，中科院
物理研究所的年轻物理学家仇士华、蔡莲珍
夫妇被调到考古所，中国第一个碳 14 实验
室正式筹建。
　　“夏鼐先生同样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
卓越贡献，经他提议，不主动发掘帝王陵成了
考古界的一个定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
巍说。

又一次转向

　　 20 世纪 50 年代初，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日益发展，为了应对基本建设中考古力量严
重匮乏的局面，当时的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
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
学 1952 年至 1955 年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
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 369 人。而这
四期学员，逐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坚力
量，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
　　苏秉琦和夏鼐同为训练班的教员，参与
了训练班的筹划和领导工作。苏秉琦也是考
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主持北大考古

专业 30 年，为办好考古专业、培育考古人
才、充实全国各地考古队伍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苏秉琦更常被人称道的，是他关于中华文
明起源的“满天星斗”理论。
　　 1986 年 7 月 24 日，辽宁凌源牛河梁遗
址被发现。牛河梁遗址是距今 5000 年的一
处祭祀场所，属于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以
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命名，距今 6500 年到
5000 年，分布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这
一发现，将当时所认知的中国文明史提前了
1000 多年。
　　而同时期杭州良渚大墓、山西襄汾陶寺
墓地的发掘，均表明距今 4000 年至 5500
年，各个流域都已形成复杂社会。这些重大
发现，也让考古学界一直秉承的中华文明起
源“中原中心论”岌岌可危。
　　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是中
国考古学界的核心问题。苏秉琦提出：认为
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是个

“怪圈”，需要跳出来。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烛
照，而是满天星斗。他把中华大地分为 6 大
区系，认为每一块都有独立的文明起源和发
展体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块。到夏商时代，
随着各地文明交流与融合，以及对域外文明
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
　　苏秉琦的这一学说，与美籍华人学者张光
直提出的“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论有异
曲同工之处，迅速在学界内引发热议。在苏秉
琦的启发下，学者严文明又在 1987 年提出了

“重瓣花朵”理论，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
分层次的向心结构”，“中原文化区是花心”，

“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
先和突出的作用”，其他地区则是“花瓣”。
　　苏秉琦在学术上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
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
史的考古学新任务。在 1991 年第 12 期《考
古》杂志中，苏秉琦写道：“40 年来，我们忙于
日益繁重的田野工作，侧重于进行考古学文
化的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相对来
说，重建史前史的任务无暇顾及，甚至在一些
考古学家头脑里，重建史前史的观念淡薄
了。”苏秉琦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
进一步提出了要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
国国史框架，做社会考古学的目标：“持续多
年的结果，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研究
被人为地割裂了，上下不能贯通，以至对中国
史前史各自只能有片断的而非完整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以上世纪 90 年代为
界，在此之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做文
化谱系研究，即用考古材料构建中国古代文
化，特别是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这一阶段夏
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领袖。此后开始侧重历
史和社会研究，强调透物见人，代表人物则是
苏秉琦先生。”孙庆伟说。

常志国史丹心

　　纵观中国现代考古百年历史，考古已不
仅是一门学科，对于中国考古人来说，考古更
代表着常志国史丹心的求实精神。
　　采访过程中，我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如
何定义新时期考古人的初心使命？王巍的回
答也许具有一定代表性：中国考古人始终以构
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作为自身最根本的任务。
　　“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
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
人、人才辈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更加长远的眼光。
　　而令人欣慰的是，考古队伍绵延跌宕，考
古精神薪火相传。近年来，从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选择就读考古专业，到重大考古新发现
频上热搜；从《国家宝藏》等考古类综艺广受
追捧，到“博物馆热”成为全民潮流，再到“考
古盲盒”等文创产品供不应求，考古学在大众
视野中的“升温”有迹可循。
　　历史离不开考古。我们从哪儿来？未来
到哪儿去？关于中华文明演变历程的寻根探
源，饱含着公众素养提升、建构文化认同、增
强文化自信的情感，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
事业，更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
源。国家和民族的根脉，就是历史和文明。
正是一代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让现代人得以
聆听泥土下的文明絮语，也让我们寻回了那
一块又一块关乎历史文化遗产的“拼图”。
　　“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
阙亡。”中国考古人的初心和使命，正如学者
苏秉琦先生所言，“为历史而考古”“以考古学
修国史”。回眸考古百年，常志国史丹心，新
一代中国考古人承继前辈“风餐露宿、青灯黄
卷”的优良传统，正担负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与学术担当。

考古百年，这些人带我们聆听泥土下传出的文明絮语

殷墟第一次发掘开工，全体工作人员合影（资料照片）。

  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右一）、考古学家贾兰坡（右二）、苏秉琦（右三）、
安志敏（右四）正在对金牛山人类化石进行鉴定。新华社记者喻惠如摄

  短短百年的中国现代考

古史上，功勋卓著的考古人如

群星闪烁。他们扎根田野，栉

风沐雨，用一把小小的手铲，

从一方方看似平平无奇的土

地下挖出瑰宝，逐步揭开古老

中华文明的密码。百年来，随

着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

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中国的历

史轴线随之不断被拉长

  2020 年 7 月 15 日拍摄的仰韶文化博物馆（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